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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主体发挥着引领作用，但目前关于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缺乏多重条件下复杂机制的探讨，因此，基于政府组织行为中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的特点，使用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政府引领下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研究发现：“十三五”时期能够实现区域创新能力高水平发展的政府行为路径包括4类，分别为资源投入型、协同发展型、基础建设型和经济主导型，其中资源投入路径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快速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可行性选择。研究以期对动态性揭示政府不同行为组合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内在逻辑，为政府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施展“轻推之手”、寻求契合实际的创新路径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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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Path of Government Behavior Leading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Time-differenc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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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lacks the discussion of complex mechanisms under multiple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rect participation and indirect promotion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behavior, this paper uses the time differencing QCA to explore the feasible path to enhance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path can achieve the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during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hich includes four types, namely, resource input typ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ype, infrastructure type and economic leading type. Among them, resource input path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it is a feasible choice to enhanc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rapidly and effectively. The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 for dynamically reveal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government behaviors affec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for the government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novation resources, use the "light hand", and seek practical innovat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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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作为前言或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不分段落。若要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以及研究方案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主体发挥着引领作用。政府作为系列创新政策的制定者和计划实施的组织者及参与者，通过统筹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引导和推动不同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复杂作用机制和因果关系[1]【这个论断是上述分析的逻辑必然，有引用文献1的必要吗？若需要引用，是直接原句引自参考文献1吗，实际引用了什么？】。
国内外关于政府行为影响区域创新活动的研究观点主要分为3种，其中有的观点截然相对[2]。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持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活动，如Czamitzki等[3]认为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研发补贴、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有效提升地区创新力，提升企业创新活力，吴非等[4]则认为还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福利效应。第二种观点则提出反对，认为政府支持有可能抑制区域创新活动，如耿强等[5]提出，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在对企业产品创新方向的判断上可能存在滞后性和片面性，一味追求创新产出数量和规模的盲目干预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效率损失；冯宗宪等[6]认为政府的过度干预会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违反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内在发展规律，还有研究认为这会造成创新原料的价格上升[7]，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研发费用[8]；此外有研究指出政府的补贴也会随着投入的增加面临边际报酬递减问题[9]，产生挤出效应[10]，从而抑制区域创新活动的发展。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行为对区域创新活动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毛其淋等[11]指出政府的支持超过最佳区间会对区域创新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李凤娇等[12]探究得出在合理区间内的政府运作效率可以更好发挥财政分权促进地区创新的作用；任跃文[13]发现超过适当的补贴范围反而会抑制企业的创新和产品创新；叶祥松等[14]发现一定范围内的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会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影响区域创新活力。
纵观上述研究，大多探究单一要素对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这类研究范式对于影响要素之间系统性的复杂联系考察较弱。首先，基于还原论思想分析单个因素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净效应，难免“东拼西凑”地选择要素集合，无法整体探究其内在逻辑和机制；其次，已有研究使用的传统计量回归方法只能单一探究某几种要素的影响效果，难以识别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政府具体要如何驱动创新、是否存在政府驱动区域实现创新发展的可循规律，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依旧是研究的重点。基于此，本研究在梳理以往学者对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中国31个省份作为案例分析的样本，采用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探究政府行为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分析实现区域创新能力高水平发展的组态路径，以期系统性揭示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能力间的逻辑联系。
1  理论基础与模型的构建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区域创新效率和区域创新绩效，并以此作为结果变量进行探究，但是在现实情境下，政府在实施创新政策推动地区创新发展的初期并不一定能产生创新绩效并保证区域创新效率，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而政府实施创新政策的目标在更大程度上是尝试和探寻区域实现创新的可能，这一结果反映在区域自主创新的能力水平上。因此，本研究主要探究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组态关系。
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Freeman[15]将政府的行为纳入了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范畴。Porter [16]从创造创新环境的角度入手，认为政府通过为企业创造适宜研发、鼓励创新的环境而参与创新活动。Patel[17]从创新激励机制角度出发，认为政府主要从基础研究、教育、企业培训等方面对市场和创新活动进行激励和资助。Schot等[18]详细考察了创新政策框架的演变，对政府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作证。由此可见，政府利用自身强大的宏观调控和统筹能力，通过创新资源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和公共服务、建设创新环境等方式影响区域创新活动中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以协同创新推动科学、技术、知识等的创新和扩散，从而实现整体行业的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结合中国情景，杜运周等[19]生动地表述为政府以“轻推之手”有效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产生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参与区域创新活动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参与，包括资金支持、资源投入、市场激励等，另一种是间接推动，通过改善创新主体的创新环境来间接性地参与和推动区域创新活动的有序发展。
1.1  直接参与
Schot等[18]认为对创新基础设施和研发的投资是所有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直接参与研发投入，鼓励国家创新系统中各主体的生产性互动和技术扩散，也同时带来了就业的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也阐述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如通过制度调节、政策补贴来激励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研发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作为保障，政府作为区域创新的引导者和调控者，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加大对知识、技术和劳动力的投入，以专项补贴[1]【政府提供专项补贴是公知的，有何引用的必要？】、研发经费投入、税收优惠政策、财政科技支出[4]【问题同前】的形式，向创新活动直接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从而实现技术结构优化[21]。除此之外，创新生产是知识密集型活动，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持。Lucas[22]发现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流动带动了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而良好的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也提升了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潜力[23]。为提升企业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政府加大对企业、高校等创新主体的专项补贴和人才资源的配置，可以为创新活动直接提供资金和人才保障，将地区人力资本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提升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技术溢出的正效应。
1.2  间接推动
1.2.1  硬环境建设
区域创新离不开创新环境的支持，完善的基础设施搭建了方便创新活动运行的专属平台。Justman等[24]认为区域创新需要政府建设创新基础设施来提供更多支持，而基础设施能够促进不同的创新主体在区域创新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共享和物资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25]，促进交流互动，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动力，因此优良的基础设施环境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推动力[26]。然而创新活动相关的道路设施、通信设施以及公共服务具有外部性、投资周期长、回收慢等公共物品的特点，单一的企业或行业难以承担巨额成本，不愿意进行投资，这样的公共物品一般来说只能由作为公共管理者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并进行干预[27]。Nelson[28]和Arrow[29]认为知识的公共物品特性导致了市场失灵，这也证明了政府实施政策干预的合理性，因此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主要组织者和供给者[30]，其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公共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活动密切相关，也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实现行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1.2.2  软环境建设
随着中国区域创新体系的逐步健全，地方政府的行为导向越来越倾向于创新软环境的建设，包括教育、产业、外资、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支持等方向。制度环境方面，Schot等[18]发现政府为了确保作为公共物品的科学创新研究的发展，采取了加强和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行动；石璐珊等[31]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创新资源集聚对各省份创新产出存在显著影响。经济环境方面，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也越有利于吸引创新要素集聚并产生规模效应；除此之外，张超等[32]发现随着市场环境的优化，市场机制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提高市场主体活力。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培育良好的金融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民众的创新意识，进行高新技术产业的结构优化，在创新软环境方面施以 “轻推之手”[19]，为创新活动提供灵活的创新环境，释放创新主体活力，间接推动区域创新活动的高质量发展。
1.2.3  社会效益支持
“十三五”时期，中国各地方政府在提高创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社会福祉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近年来，随着旨在减少【减少什么？残缺句子】的“绿色创新”（green innovation）概念的提出[33]，绿色创新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宜研【何意？】的绿色环境、良好的民生环境逐渐成为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部分。邓晓辉等[34]基于“五螺旋”理论探究了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下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可能路径，陈良华等[35]研究了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郭凌军等[36]发现环境规制强化了绿色创新对地区环境污染的直接抑制及抑制溢出效应，但已有相关研究很少系统性地探究环境保护、社会福祉等社会效益支持活动对区域创新的潜在影响，相对单一化。然而，地方政府在提高创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环境保护、生态可持续性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因此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区域经济效益和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关于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已有研究主要探究了单一因素对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计量回归分析、指标评价等，这些方法要么在一定程度上不够接近现实，要么在一定程度上被质疑主观；除此之外，有关政府行为对区域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也各不相同，因果变量之间还存在各种中介效应、门槛效应、调节效应等，有些单一或特定的作用机制往往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创新能力状况。鉴于此，本研究则基于组态视角，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试图全面探究复杂要素组合的政府行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选取政府直接投入、创新硬环境建设、创新软环境建设、社会效益支持共同构建政府影响区域创新活动发展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见图1），进一步探究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组态路径，试图系统性揭示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能力间的内在逻辑。
【图1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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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政府行为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分析框架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2.1  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拉金[37]提出的一种组态研究方法，一方面它可以同时分析定性和定量数据，可以有效避免数据可得性问题，另一方面它适用于小样本案例分析，主要探究组态条件和组态结果之间非线性的复杂关系，巧妙避免了内生性问题。基于整体观的组态理论和QCA方法范式目前主要运用在企业战略管理、公共管理、信息管理、旅游管理等多个管理学领域[38]，但较少运用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交叉范畴。本研究尝试运用QCA方法，以组态方式分析政府行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目前传统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均考虑单一时间的截面数据展开路径分析，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政府参与区域创新活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有关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改变，区域内各项创新发展策略的实施也具有时滞性，因此考虑将时间维度纳入到QCA分析中是十分有必要的。
针对传统QCA方法只研究截面数据的局限性，Hino[39]提出了时间序列定性比较分析方法（time-seri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TsQCA），主要研究在不同时间区间中事件或条件的变动对组合结果的影响。该方法通过对不同时间点的条件赋值，可以将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转化为真值表的形式[40]，再进行组态分析。TsQCA主要分为汇总型（pooled QCA）、固值型（fixed effects QCA）和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time differencing QCA）[41]。相较于汇总型和固值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关注两个给定时间点的变化关系，不易受案例样本异质性的影响，可以通过不同时间点的条件增减情况来对差值进行赋值，最后分析对组态结果的影响，在QCA操作、组态解释和结果分析等过程中更为简便。因此本研究主要使用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探究。
2.2  测量与校准
2.2.1  指标选取
选择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港澳台地区）组成案例样本进行组态分析，数据时间跨度为2016年至2020年，因为“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阶段，展示这一时期中国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变化，可以弥补传统定性比较分析进行截面数据研究的片面性，研究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主要数据来源是2016至2020年公开的统计资料，如《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的统计年鉴等，以及EPS数据平台。
本研究的对象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政府行为。关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测量指标比较多样，大多使用专利数量、万人输出技术成交额、论文数、创新产品产值等，如张司飞[42]的研究，难以标准化和统一化，无法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详细刻画。基于此，本研究直接引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以其中对2016至2020年中国各区域创新能力测量的统计综合指数作为结果。该报告基于中国国情，充分考虑到了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等各项创新指标，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43]，已经被多数专家学者认可并运用到学术研究中。
以参照理论和组态分析框架，基于政府行为中的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方面构建了包括资金支持（FUN）、人才投入（LAB）、基建水平（BAS）、产权保护（KNO）、经济环境（ECO）、社会效益支持（WEL）等6个维度共26个指标的政府行为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bookmark: _Ref107336201]表1  政府行为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价指标体系
	类别             维度
	衡量指标
	指标说明

	前因条件

	资金支持（FUN）
	政府科学技术支出/亿元
	衡量资金投入水平
衡量资金投入水平
衡量资金投入水平
衡量资金投入水平

	
	
	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增长率
	

	
	
	政府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人才投入（LAB）
	R&D人员占总人口比重
	衡量人力投入水平
衡量人力投入水平
衡量人力投入水平

	
	
	R&D人员增长率
	

	
	
	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万人
	

	
	产权保护（KNO）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衡量产权保护程度
衡量产权保护程度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
	

	
	基建水平（BAS）

	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比重
	衡量基建资源水平
衡量基建资源水平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2/万人）
	

	
	
	电话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部/百人）
	衡量移动通信水平
衡量移动通信水平
衡量移动通信水平

	
	
	移动互联网用户/万户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客运流量/万人
	衡量客货流量水平
衡量客货流量水平

	
	
	货运流量/万t
	

	
	经济环境（ECO）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衡量产业结构

	
	
	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衡量金融支持水平

	
	
	非国有投资占社会固定总投资比重
	衡量市场化水平

	
	
	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衡量开放化程度

	
	
	人均GDP/万元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效益支持（WEL）
	工业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万t/日)
	衡量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衡量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衡量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衡量社会福利保障力度
衡量社会福利保障力度
衡量社会福利保障力度

	
	
	城乡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城镇失业率
	

	结果
	区域创新能力水平（INN）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测量的区域创新效用值
	衡量各地区域创新能力水平

	
	
	
	



2.2.2  主成分分析及条件赋值
由于各个要素条件在不同时期的数值增减变化不同，同时对应的区域创新能力数值也发生了变化，为了确保QCA分析过程中数据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利用SPS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功能将每一年的数据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最后参考王飞航等[44]的研究对主成分分析结果进行加权计算，以其标准化结果作为每个影响要素的综合得分。基于每一年标准化后的综合得分数据，参考Hino[39]的研究和沈俊鑫等[40]、释启鹏[41]的做法，观察2016和2020年两个时间点条件的得分变化，并计算各条件在两个时间点上的得分之差，以条件增数Ａ表示。在制作真值表时，如果A为正数，则赋值为1；如果A为负数或0，则赋值为0。最后使用fsQCA软件对真值表进行计算分析，就可以发现哪些因素的何种变化对时间区间内结果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3  分析结果
3.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组态分析中的必要性分析从结果出发，以一致性水平为衡量标准，探究结果案例中某种影响要素所占的比例。一般而言，一致性水平大于0.8时，可以认为该条件要素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44]。表 2结果表明，各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未大于0.8，即在“十三五”期间，不存在某种前因条件导致高水平的区域创新能力，同理也不存在某种前因条件导致非高水平的区域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进行组态分析。
[bookmark: _Ref107336246]表 2  2016－2020年政府行为影响30个省份创新能力的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INN）
	非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inn）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FUN
	0.647
	0.647
	0.428
	0.352

	~FUN
	0.352
	0.428
	0.571
	0.571

	LAB
	0.647
	0.785
	0.214
	0.214

	~LAB
	0.352
	0.352
	0.785
	0.647

	BAS
	0.529
	0.562
	0.500
	0.437

	~BAS
	0.470
	0.533
	0.500
	0.466

	KNO
	0.411
	0.500
	0.500
	0.500

	~KNO
	0.588
	0.588
	0.500
	0.411

	ECO
	0.352
	0.500
	0.428
	0.500

	~ECO
	0.647
	0.578
	0.571
	0.421

	WEL
	0.529
	0.529
	0.571
	0.470

	~WEL
	0.470
	0.571
	0.428
	0.428


注：~表示“非”，即该条件缺失。

3.2  组态分析
对不同时间点的条件差值进行赋值，并构建真值表进行组态分析，将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I）分数设置为0.8，频数阈值设置为1.0。参照如Fiss[45]等现有文献通常做法，以中间解作为组态分析的最终结果，以简约解的结果来确定组态结果的核心前因条件。其中，核心前因条件是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的条件[46]，是最为重要的影响要素；边缘条件则只出现在中间解中，对结果的发生起辅助作用[47] 。表3的每一列均展示了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的9种组态类型，总体解的一致性均为1，组态分析结果具有很好的可靠性；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88，说明条件组态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结论。
【表3:1.各类圈的大小应有所区分，且注意应为不随字级大小改变而改变的固定大小的形式。2.四大类对下的横线，各类之间应断开】
[bookmark: _Ref107336343]表3   2016－2020年政府行为促进30个省份创新能力高水平发展的组态分析
	前因条件
	资源投入型
	协同发展型
	基础建设型
	经济主导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组态7
	组态8
	9

	资金支持（FUN）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人力投入（LAB）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基建水平（BAS）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产权保护（KNO）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经济环境（ECO）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bookmark: _Hlk119249564]
	
	[image: ]
	[image: ]
	

	社会效益支持（WEL）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bookmark: _Hlk104726896]原始覆盖度
	0.117
	0.176
	0.058
	0.235
	0.058
	0.117
	0.058
	0.058
	0.058

	唯一覆盖度
	0.058
	0.117
	0.058
	0.235
	0.058
	0.117
	0.058
	0.058
	0.058

	一致性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bookmark: _Hlk106051631]代表案例
	山西、新疆
	山西、江西、河南
	青海
	辽宁、吉林、河北、宁夏
	北京
	湖南、陕西
	河北
	云南
	广东

	总体覆盖度
	0.882

	总体一致性
	1.000


注： 表示该核心条件存在，[image: ]表示该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该边缘条件存在，[image: ]表示该边缘条件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对结果不形成影响。下同。

3.2.1  资源投入型路径
在资源投入型路径中，政府直接参与区域创新活动中的资源的配置，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一是人力资源投入作为核心要素条件，即组态1和组态2，这两种组态的一致性均为1。从条件对案例的解释力度来看，这两条路径能够解释约29.3%的案例；另外从结果案例对路径的契合度来看，约17.5%的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案例能被这两条路径的组态条件所解释。在经济环境核心条件缺失、产权保护制度、社会效益支持等边缘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政府通过直接干预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即提升科技创新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则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典型案例代表是山西、新疆、江西和河南。山西包含在这两个组态中，通过“高技能人才开发工程”“三晋学者支持计划” 等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累计培养了100多万名专业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2016到2020年研发人员增长率高达30%，高于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的平均水平23%【补充标引和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在本文中被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二是资金投入作为核心要素条件，即组态3。基础设施水平、产权保护、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支持条件均为缺失性核心条件，政府仅依靠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就能有效推动区域的创新能力提升，典型案例代表是青海。青海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下游位置，但是在“十三五”期间青海省发挥盐湖优势产业战略，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7.07亿元，推动盐湖联合基金、政府引导基金以及省级科技项目100余项，累计带动全社会R&D投入69.8亿元【补充标引和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在本文中被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区域创新能力排名获得了显著的提升。三是人力和资金共同投入作为核心要素条件，即组态4和组态5。组态4中，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环境为核心缺失条件，但是社会效益支持作为边缘条件而存在，代表案例为辽宁、吉林、河北、宁夏。辽宁省在“十三五”期间积极投入创新资金，2020年全省研发经费达到549亿元，占GDP的2.19%，位居全国第11位【补充标引和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在本文中被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科技创新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均得到了稳步提升。组态5的代表案例仅有北京，基础建设水平、产权保护水平、社会效益支持均为核心缺失条件，但经济环境作为边缘条件而存在路径中。相较于其他省份来说，北京市的经济基础条件较为优越，创新土壤也十分肥厚，北京在“十三五”期间明确主攻经济战场，将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定义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设立了300亿元规模的科创母基金【补充标引和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在本文中被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带动经济企业创新；2020年，北京市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量已经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补充标引和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在本文中被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评选中位列第五。
[bookmark: _Hlk107328790]资源投入型路径所包含的组态最多，代表案例数量也最多，表明该条路径的应用范围较广，普适性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该路径结论也与其他文献研究结果相呼应，即政府通过加大对区域创新活动的资金支持力度和人力投入强度，可以有效突破经济环境、基建水平等其他客观禀赋条件的约束，显著性提升当地创新能力水平。
3.2.2  协同发展型路径
   协同发展型路径仅包括组态6，高资金投入水平、高人力资源投入水平和高产权保护水平均为核心组态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环境作为边缘条件协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发展，代表案例为湖南和陕西。湖南省在“十三五”期间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创新法制环境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条例法规，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898.7亿元，投入强度由2016年的1.5%提升到2.15%【补充标引和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在本文中被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而陕西省在“十三五”期间也十分重视研发经费的投入和人才激励政策，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领衔专家制”等人才引进机制，构建国家级创新平台，全省研发经费支出从2016年的419.5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632.3亿元，研发人员从14.3万人增长到16.8万人【补充标引和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在本文中被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
    协同发展型路径同时具备了3个核心前因条件和两个边缘条件，囊括政府行为组合中的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方面措施，也包含了硬环境建设和软环境建设的要素条件，是一种内外协同发展的综合型区域创新发展机制，为其他省份政府参与区域创新的行为选择提供实践意义上的参考。
3.2.3  基础建设型路径
基础建设型路径包含组态7和组态8，仅有高基础建设水平作为核心要素，资金投入和经济环境要素均为缺失条件。其中，组态7在缺失人力资源和社会效益支持等边缘条件的同时，存在着产权保护的边缘条件共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代表案例有河北。河北省“十三五”期间积极推动区域创新高地建设，已建成17个国家级和2 311个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比“十二五”末期增加了2.45倍【补充标引和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在本文中被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而组态8在缺失人力资源和产权保护等边缘条件的同时，存在着社会效益支持的边缘条件共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代表案例有云南。云南基于自身优势产业，在“十三五”期间注重绿色铝材、金属材料、基因工程等核心技术的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生物疫苗等方面科技创新成效显著，实现跨越式的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础建设型路径仅围绕区域的基础建设条件，产权制度和社会效益支持等其他条件仅体现了辅助作用，这表明基础建设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突破经济环境、资金支持等条件的约束，从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高水平发展。因此，部分经济落后、科技支出不足的省份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创新制度环境，激发当地创新活力。
3.2.4  经济主导型路径
经济主导型路径仅有组态9，在缺失资金投入、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核心条件的情况下，依旧能凭借高质量的经济环境条件和产权保护制度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代表案例为广东。广东“十三五”期间GDP总量持续排名全国第一，2020年达到了110 760.9亿元【补充标引和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在本文中被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通过出台“科创12条”等激励政策，加强“负面清单+包干制”的创新体制改革，广东激发了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培育了一批高科技企业，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5年位居全国首位，创新成果显著，经济优势明显，是典型的经济主导型创新省份。
经济主导型路径具备自身特点，主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制度保障为创新的基础，可以有效突破基础建设、资源投入等条件的约束，显著提升地方创新能力。因此，部分科技支出不足、创新资源投入不足、基建水平落后的省份可以更多关注当地的经济环境建设状况和产权制度体系，在地方经济发展优先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区域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3.3  非对称性分析
非对称性分析主要探究导致非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路径，结果如表 4所示，解的一致性为1，说明所有满足组态路径的案例均是非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解的覆盖度为0.857，则条件组态可以解释85.7%的案例。综合发现导致非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路径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为非协同型，主要为组态1，缺失了资金支持、人力资源投入、基建水平和经济环境等核心条件，导致了非高水平的区域创新能力，缺失的前因条件和之前的协同发展型路径所存在的核心前因条件比较相似，存在反对称性，代表案例包括内蒙古、黑龙江、海南、贵州、西藏。第二类为资金不足型，主要为组态2，在缺失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就算存在人力资源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建设和社会效益支持时，区域创新能力也无法提升，代表案例包括天津、上海。第三类为人力匮乏型，包括组态 3、4、5，均缺失人力资源投入、存在资金支持，但也无法实现区域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发展，代表案例有山东、四川、重庆和福建。第四类为制度效益缺失型，仅有组态6，就算存在较好的资金支持、人力资源投入、基建水平和经济环境条件，由于缺失了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效益支持条件，依旧不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代表案例包括广西。
横向对比发现，首先资金投入、人力资源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经济环境条件的缺失在所有组态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是比较重要的前因条件，尤其是人力匮乏型路径所包含的组态较多，是阻碍区域实现创新高水平发展的关键要素，符合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的非对称性分析；其次，非协同型路径中所涉及的代表案例最多，适用范围最广，表明前因条件间的协同发展能更好实现政府行为组合的效益最大化；最后，在非对称性组态分析路径中的案例可以借鉴其他省份经验，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和特色优势，协调配置资金和人力资源两个核心条件，充分调动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环境建设、社会效益支持的辅助作用，为区域创新活动提供更多可能性。 
[bookmark: _Ref107336418]【表4:1.各类圈的大小应有所区分，且注意应为不随字级大小改变而改变的固定大小的形式。2.四大类对下的横线，各类之间应断开】
表 4  2016－2020年政府行为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非对称性组态分析
	前因条件
	非协同型
	资金不足型
	人力匮乏型
	制度效益缺失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资金支持（FUN）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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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投入（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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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水平（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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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保护（K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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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环境（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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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效益支持（W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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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覆盖度
	0.357
	0.142
	0.142
	0.071
	0.071
	0.071 

	唯一覆盖度
	0.357
	0.142
	0.142
	0.071
	0.071
	0.071

	一致性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代表案例
	内蒙古、黑龙江、海南、贵州、西藏
	天津、上海
	山东、四川
	重庆
	福建
	广西

	总体覆盖度
	0.857

	总体一致性
	1.000



3.4  稳健性检验
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对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解释力度进行稳健性分析。第一种方法是改变一致性水平，将原来的0.80改为0.85；第二种方法是适当删减部分案例数，随机删去宁夏、西藏及新疆3个省份案例，观察其中间解结果，以此判断观测分析结果是否稳健。结果表明，整体结果的一致性水平并未发生变化，且组态解和原始结果保持一致，整体而言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因此本研究结果稳健。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政府行为选择中的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方面措施，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和统一性的基础上，以中国31个省份为案例样本，使用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综合、动态地探究资金支持、人力投入、产权保护、基建水平、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支持等6个前因条件对区域创新能力水平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第一，资金支持、人力投入、产权保护、基建水平、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支持等6个前因条件均无法单独构成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第二，“十三五”时期能够实现区域创新能力高水平发展的政府行为路径包括4类（见表5），以政府直接干预手段为主的，包含资金支持、人力投入及其共同发挥作用的资源投入型路径，各前因条件驱动的协同发展型，以基建水平为唯一核心前因条件的基础建设型，和以经济环境为核心前因条件的经济主导型；第三，不同省份实现创新能力高水平发展的路径各有特色，存在异质性，但是拥有相同组态或相同核心条件的案例可以互相借鉴，充分调动自身优势资源，协调实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第四，非对称性分析中资源投入的资金支持和人力投入的核心作用更为显著，表明资源投入路径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快速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可行性选择。
[bookmark: _Ref117679114]表5  “十三五”时期促进实现中国区域创新能力高水平发展的政府行为路径类型
	路径类型
	组态
	核心条件

	
	
	资金支持
	人力投入
	基建水平
	产权保护
	经济环境

	资源投入型
	组态1、组态2
	√
	
	
	
	

	
	组态3
	
	√
	
	
	

	
	组态4、组态5
	√
	√
	
	
	

	协同发展型
	组态6
	√
	√
	
	√
	

	基础建设型
	组态7、组态8
	
	
	√
	
	

	经济主导型
	组态9
	
	
	
	√
	√



　　资金支持、人力投入、产权保护、基建水平、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支持等组合条件存在多重并发性，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分析自身创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布局产业创新要素、制定政策，形成差异化的区域创新发展路径。地方政府应注重资金支持、人力投入、基建水平和经济环境等核心要素对创新能力的驱动影响，加大科技支出、研发经费投入、人力资源投入，为本地企业创新、人才创业、基础研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辅助提升基建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施展“轻推之手”，注重完善市场环境的建设，因地制宜寻求契合实际发展的路径和政策，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自主创新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 柳卸林, 朱浪梅, 杨博旭. 政府研发激励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J] . 科研管理, 2021, 42(7): 50-59 . 
[2] 逄雯婷, 王振宇, 陈奕诺. 政府引导基金, 地方财政差异和区域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J]. 地方财政研究, 2021, 18(8): 75-85. 
[3] CZAMITZKI D, HUSSINGER K. The link between R&D subsidies, R&D spending an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R].ZEW Discussion Papers,2004,No.04-56. 
[4] 吴非, 杜金岷, 李华民. 财政科技投入、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异质性[J]. 财政研究, 2017, 40(11): 60-74. 
[5] 耿强, 江飞涛, 傅坦. 政策性补贴、产能过剩与中国的经济波动: 引入产能利用率RBC模型的实证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5): 27-36. 
[6] 冯宗宪, 王青, 侯晓辉. 政府投入、市场化程度与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28(4): 3-17, 33. 
[7] GOOLSBEE A. Does government R&D policy mainly benefit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2): 298-302. 
[8] DAVID P, HALL B, TOOLE A . Is public R&D a complement or substitute for private R&D? A Review of the Econometric Evidence[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4): 497-529. 
[9] 吴晓飞. 科技支持、补贴陷阱与区域创新能力[J]. 财贸研究, 2016, 27(5): 99-106.
[10] 刘虹, 肖美凤, 唐清泉. 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管理, 2012, 34(4): 19-28.
[11] 毛其淋, 许家云. 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 基于补贴强度“适度区间”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 94-107. 
[12] 李凤娇, 吴非, 任玎.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效率与区域创新[J]. 科研管理, 2021, 42(2): 112-120. 
[13] 任跃文. 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24): 18-26. 
[14] 叶祥松, 刘敬. 政府支持、技术市场发展与科技创新效率[J]. 经济学动态, 2018, 46(7): 67-81. 
[15] FREEMAN C.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M].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1987: 12. 
[16] 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1. 
[17] PATEL P. The nature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 STI Review, 1994, 19(14): 9-32. 
[18] SCHOT J, STEINMUELLER W E . Three frames for innovation policy: R&D,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ve change[J]. Research Policy, 2018, 47(9): 1554-1567. 
[19] 杜运周, 刘秋辰, 陈凯薇, 等. 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J]. 管理世界, 2022, 38(9): 127-144. 
[20]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 1002-1037. 
[21] 郭兵，罗守贵. 地方政府财政科技资助是否激励了企业的科技创新: 来自上海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15, 35(4): 70-78. 
[22]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23] 马光荣, 樊纲, 杨恩艳, 等. 中国的企业经营环境: 差异、变迁与影响[J]. 管理世界, 2015, 31 (12): 58-67. 
[24] JUSTMAN M, TEUAL M. Innovation policy in an open economy: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and tactical issues[J]. Research Policy, 1986, 15(3): 121-138. 
[25] FREEMAN C.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 lessons from Japan[M]. London: London Printer Press, 1987: 2. 
[26] FELDMAN M P, RICHARD F. The geographic source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4, 84(2): 210-229. 
[27] 刘锦英. 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作用探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09, 29(8): 40-46. 
[28] NELSON R R.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 67(3): 297-306. 
[29] ARROW K.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609-626. 
[30] 刘建国, 王佳卉. 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人力资本流动与城市创新水平[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5): 144-147. 
[31] 石璐珊, 张红辉, 陈洁云.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创新资源规模、创新产出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J]. 科技与经济, 2015, 28(6): 47-51. 
[32] 张超, 刘志彪. 市场机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学分析[J]. 社会科学, 2014(2): 47-55. 
[33] FUSSLER C, JAMES P. Driving eco-innovation: a breakthrough discipline for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M]. London: Pitman Publishing, 1996:【补著录具体引用页码】. 
[34] 邓晓辉, 张航语, 王惠. 实现高绿色创新绩效的多元组态研究:基于五螺旋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定性比较分析(QCA)[J]. 工业技术经济, 2022, 41(6): 62-70. 
[35] 陈良华, 张莉, 王惠庆. 政府补助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J]. 会计之友, 2022, 40(11): 150-157. 
[36] 郭凌军, 刘嫣然, 刘光富.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 2022, 19(6): 892-900. 
[37] RAGIN C C . Foreword: the distinctiveness of configurational research[M]. London: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11. 
[38]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 定位, 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39] HINO A . Time-Series QCA studying temporal change through boolean analysis[J]. Riron to Hoho /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 2009, 24(2): 247-265. 
[40] 沈俊鑫, 刘雅婷. 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特征要素及提升路径-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tsQCA分析[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4(3): 9-11.
[41] 释启鹏. 时间中的定性比较分析: TQCA与TSQCA的发展[J]. 比较政治学研究, 2016(1): 40-58. 
[42] 张司飞, 王琦. “同归殊途”区域创新发展路径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创新系统共生体理论框架的组态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21, 39(2): 233-243. 
[43] 张宽, 黄凌云.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质量?: 来自中国对外贸易的解释[J]. 国际金融研究, 2019(9): 32-42. 
[44] 王飞航, 本连昌.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区域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3): 154-163. 
[45]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393-420. 
[46] GRECKHAMER T, FURNARI S, FISS P C, et al. Studying configurations with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st practices in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J].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18, 16(4): 482-495. 
[47]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 33(6): 155- 167 . 

作者简介：张司飞（1981－），男，湖北武汉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韦吉（1998－），通信作者，女，广西河池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

image1.png
HEBRA
® BIESHF
o ASHEA

RIRER W
® il E =
® LGFRIE

TR PR S e
® JELtikf
o NILfRSS

X 3 B BE F1

Ao R
® IABLAEL
® itoA A





image2.jpeg




image3.jpeg




image4.jpeg




image5.jpeg




